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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本研究采用情绪调节与认知控制结合的任务，考察自我关注和情境关注两种重评亚型调

节情绪的效果，以及它们对随后认知控制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结果发现在情绪调节阶段，自

我关注比情境关注能引发更大的 LPP 波幅，证明情境关注在降低负性情绪时比自我关注有

效，相反，自我关注在增加负性情绪时比情境关注更有效，此外，与观看条件相比，采取两

种重评策略调节情绪后，在 Stroop 冲突监测阶段的 P300 波幅干扰分数(不一致波幅－一致波

幅)更负；说明重评后需要较少的认知资源就能完成冲突监测，表明重评可以为随后的冲突

监测节省认知资源。但在 Stroop 冲突解决阶段，情境关注比自我关注的 SP 波幅干扰分数(不

一致波幅－一致波幅)更正。说明采用情境关注调节情绪比自我关注，对随后的冲突任务的

认知控制更有利。本研究实验设计严谨，行文流畅，但仍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意见 1：对实验程序的描述含糊不清，一个 trial 究竟是要观看几张图片？观看负性图片后，

增加或减弱条件下是对新的图片进行操作还是对刚才的图片进行操作？如果是对新图片进

行操作，这个图片和后来评价的图片以及刚才的图片是否是同一张？或者是说，观看负性图

片和观看中性图片，以及增加或减弱负性图片分别属于不同 trial？ 

 

回应：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我们对于实验程序的描述做如下具体解释：正式实验共两

个 blocks：A block 和 B block，A block 包含观看中性 trial、观看负性 trial、增加负性 trial，

B block 包含观看中性 trial、观看负性 trial、降低负性 trial，实施 block 程序是为了确保一个

block 没有包含两种重评策略方向(增加、减少)的 trials，以减少在特定 trial 中错误实施对应

策略的可能性。两个 block 在被试间平衡顺序。每个 block 都包括重评-Stroop 任务和图片评

级任务： 

其中，A block 中重评-Stroop 任务伪随机呈现 10 个观看中性图片 trials，每个 trial 呈现

一张中性图片，共 10 张中性图片；10 个观看负性图片 trials，每个 trial 呈现一张负性图片，

共 10 张负性图片；50 个增加负性情绪 trials，每个 trial 呈现一张负性图片，共 25 张图片，

随机重复一次；重评-Stroop 阶段单个 trial 流程见图 1(A)。图片评级任务共 45 个 trials，重

评-Stroop 任务中的 45 张图片随机呈现，每个 trial 呈现一张图片，图片评级阶段单个 trial

流程见图 1(B)。 

同样地，B block 中重评-stroop 任务伪随机呈现 10 个观看中性图片 trials，每个 trial 呈现一

张中性图片，共 10 张中性图片；10 个观看负性图片 trials，每个 trial 呈现一张负性图片，

共 10 张负性图片；50 个降低负性情绪 trials，每个 trial 呈现一张负性图片，共 25 张图片，

随机重复一次；重评-Stroop 阶段单个 trial 流程见图 1(A)。图片评级任务共 45 个 trials，重

评-stroop 任务中的 45 张图片随机呈现，每个 trial 呈现一张图片，图片评级阶段单个 trial 流

程见图 1(B)。 

为了把实验流程描述的更加清晰，我们对方法部分的结构进行调整，将“2.2.1实验刺激



与任务、2.2.2 程序”更改为“2.2.1 实验刺激、2.2.2 实验任务及程序”，并对图 1 实验流程图

进行修改。具体更改内容请见正文 2.2.1 实验刺激、2.2.2 实验任务及程序的红色字体。修改

后的图 1 实验流程图如下： 

  

图 1 实验流程图 

 

意见 2：接上一个疑问，如果这些条件分别属于不同 trial，那么不同条件的 trial 将各不相同，

即中性 10，观看 10，增加或减弱 50，不同的 trial 的 ERP 叠加后，如何保证各个条件的匹

配？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意见，本研究的分段问题具体描述如下：观看中性图片、观看负性

图片、增加负性情绪、降低负性情绪四种情绪调节条件分别属于不同的 trial，对于四种情绪

调节条件：针对情绪调节效果的脑电指标 LPP 成分的分析，选择-200 到 1800ms 大分段；对

于 stroop 的脑电波形选择-100 到 1000ms 大分段。在 ERP 分析分别叠加四种条件的 trial：将

两个 block 共 20 个观看中性条件的 trials 叠加平均、将两个 block 共 20 个观看负性条件的

trials 叠加平均、将增加负性条件的 50 个 trial 叠加平均、将降低负性条件的 50 个 trials 叠加

平均。每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脑电波幅叠加平均后的时间窗长度是一致的。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两种重评策略增加或降低负性情绪的调节效果是否有差异，以及

对后续认知控制任务的影响，观看中性图片以及观看负性图片条件作为基线对比条件，因此，

我们将更多的 trial 安排在增加和降低负性情绪的条件。 

 

意见 3：重评后主观情绪评级的统计检验发现组别与情绪调节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但没有

完整阐述交互作用，而只是介绍了降低条件下，自我关注组的效价显著低于情景关注组，情

景关注组的情况如何却没有说明；对唤醒度的检验同样如此；对 Stroop 效应的检验，在情

绪调节主效应显著后，甚至都没有交代事后检验的结果。 

 

回应：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我们将原文中主效应及交互作用显著的事后检验结果进行

补充。 

首先对于重评后主观情绪评级的统计检验： 

我们采用 2(组别:自我关注组、情境关注组)×4(情绪调节条件:观看中性、观看负性、增

加负性、降低负性)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研究组别和情绪调节条件对被试主观情绪体验程度的



影响。具体结果完整阐述如下文画下划线部分。由于篇幅限制，在论文正文中我们只呈现事

后检验显著的结果。 

3.1.1  重评后主观情绪评级 

首先对图片的效价进行分析，球形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内变量不符合球形假设，p < 0.001，

因此我们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校正，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47) = 2.716，p = 0.106；

但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305，108.313) = 112.704，p < 0.001，偏 η
2
 = 0.706；效

价：观看中性(5.261) ˃ 降低负性(3.906) ˃ 观看负性(3.534) ˃ 增加负性(3.306)，观看中性的

效价显著高于降低负性条件(p < 0.001)、观看负性条件(p < 0.001)、增加负性条件(p < 0.001)；

观看负性的效价显著低于降低负性(p = 0.004)、观看负性的效价显著高于增加负性(p = 

0.001)；降低负性的效价显著高于增加负性(p < 0.001)。组别与情绪调节条件的交互效应显

著，Greenhouse-Geisser adjusted F(2.305，108.313) = 3.826，p = 0.020，偏 η
2
 = 0.075。进一

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观看中性条件下，自我关注组的效价(5.274)和情境关注组的效价

(5.248)无显著差异(p = 0.905)、在观看负性条件下，自我关注组的效价(3.417)和情境关注组

的效价(3.650)无显著差异(p = 0.213)、在增加负性情绪条件下，自我关注组的效价(3.249)和

情境关注组的效价(3.363)无显著差异(p = 0.571)，只有在降低负性情绪条件下，自我关注组

的效价(3.548)显著低于情境关注组(4.265)，p = 0.006，偏 η
2
 = 0.151。 

对图片的唤醒度进行分析，球形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内变量不符合球形假设，p < 0.001，

因此我们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校正，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825，85.771) 

= 46.493，p < 0.001，偏 η
2
 = 0.497；观看中性(3.923) < 降低负性(5.244) < 观看负性(5.297) < 

增加负性(6.222)，观看中性的唤醒度显著低于降低负性条件(p < 0.001)、观看负性条件(p < 

0.001)、增加负性条件(p < 0.001)；观看负性的唤醒度显著低于增加负性(p = 0.001)；降低负

性的唤醒度显著低于增加负性(p < 0.001)。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47) = 1.909，p = 0.174。

组别与情绪调节条件的交互效应不显著，Greenhouse- Geisser adjusted F(1.825，85.771) = 

2.269，p = 0.114。 

我们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每种情绪调节条件下自我关注组和情境关注组的主观唤醒

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观看中性条件下，自我关注组的唤醒度(4.017)和情境关注组的唤

醒度(3.829)无显著差异，t(47)= 0.457，p = 0.650；在观看负性条件下，自我关注组的唤醒度

(5.356)和情境关注组的唤醒度(5.239)无显著差异，t(47)= 0.365，p = 0.717；在降低负性情绪

条件下，自我关注组的唤醒度(5.320)和情境关注组的唤醒度(5.168)无显著差异，t(47)= 0.474，

p = 0.637；只有在增加负性情绪条件下，自我关注组的唤醒度(6.715)显著高于情境关注组

(5.729)，t(47)= 2.763，p = 0.008。 

同时，根据专家的建议，我们将 LPP 和 Stroop 结果主效应显著的结果进行进一步的事

后检验，并进行补充修改：具体内容请见正文 3.2.1 LPP 和 3.1.2 数字 Stroop 的正确率和反

应时，修改之处已经用红色字体标识。 

 

意见 4：11 页最后一句“低于自我关注组(2.946 ± 2.318 ?V)，见图 3。”，没有给出 p 值。 

 

回应：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由于在降低负性情绪条件下，情境关注组 LPP 波幅值低

于自我关注组，但并不显著，p = 0.207，因此，在原文中没有标出。 

我们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为不引起歧义，将这一段的表述更改为“在降低负性情

绪条件下：情境关注组的 LPP 波幅(1.955 ± 3.001μ V)低于自我关注组(2.946 ± 2.318 μ

V)，但并不显著(p = 0.207)；只有在增加负性情绪条件下：自我关注组的 LPP 波幅(5.590 ± 

3.036μ V)显著高于情境关注组(2.145 ± 3.791μ V)，p = 0.001” 

 



意见 5：ERP 波形图都未标注电极位置。 

回应：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ERP 波形图为多个电极点叠加平均之后绘制的平均波形

图，我们已将 ERP 波形图进行更改，在图片中标注出电极点并增强图的分辨率，修改请见

正文图 3 和图 5。 

……………………………………………………………………………………………………… 

 

审稿人 2意见： 

总体来说，作者尝试比较两种认知重评前任务对后任务(Stroop 任务)的影响，并使用了

脑电技术，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文章在结果部分有许多令人疑惑的地方，无法确定结果报告

和最终解释的可靠性。 

 

意见 1：作者主要研究的问题是比较两种认知重评对随后认知控制任务的影响，但却对二者

概念没有清晰交代，而且没有结合具体文献提出来为什么要对二者进行比较，比如二者相比

对情绪的调节功能是不是不同，或者二者单独使用的研究中显示出二者有不同的趋势，或者

行为实验显示二者可能存在不同，或者从理论上推测二者不同，只是笼统说二者可能不同，

而不具体论述可能有哪些方面的不同，就让人无法理解这个研究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指导建议，投稿时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阐述，但由于这个

问题涉及到是否有必要开展此研究，因此，我们在原有基础上查阅并分析大量文献，对这个

问题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补充和说明。 

投稿时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如下：“Ochsner 等人(2004)将重评分为自我关注重评和情境

关注重评，以往研究表明两种重评亚型都能够有效调节情绪(Webb et al., 2012)，然而，综合

以往研究发现重评亚型策略可能并非同质：自我关注与情境关注不仅在重新解释情绪刺激的

方式上有所不同(McRae，Jacobs，Ray，John，& Gross，2012；Ochsner et al., 2004)，而且

从神经机制角度(Kalisch et al., 2005；Kelley et al., 2002；Ochsner et al., 2004；谢晶等，2012)、

年龄发展角度(Shiota & Levenson，2009)、引发不同认知后果角度(Willroth & Hilimire，2016)

以及病理学角度(Alden & Regambal，2010；Blair & Blair，2012；Gaebler et al., 2014)来看，

自我关注和情境关注对随后认知控制任务需要的认知资源可能有不同影响，因此，仍然需要

对重评策略亚型进行直接的实验比较。” 

补充后，我们将分别从自我关注与情境关注两种调节策略在概念角度、神经机制角度、

年龄发展角度、对随后认知后果影响角度和病理学角度，阐述开展此研究的必要性，具体内

容如下： 

概念(重新解释情绪刺激的方式)角度的区别：自我关注重评是指增加或降低图片情境的

个人相关性，拉大或缩小主观距离，从而调节图片带给自己的情绪体验；而情境关注是指将

关注点放在图片情境中，重新解释情境本身的含义，为其赋予更加积极或消极的意义来调节

情绪体验(McRae et al., 2012；Ochsner et al., 2004)。 

神经机制角度的区别：一项 ERP 研究表明使用情境关注重评降低负性情绪与 LPP 减少

有关，使用自我关注重评降低负性情绪与 LPP 减少无关(Willroth & Hilimire, 2016)。而 fMRI

研究中自我关注重评和情境关注重评一方面具有共同的脑机制：两种重评策略都产生类似的

杏仁核调节且两种策略都涉及到前额皮层和杏仁核系统的共同激活(Ochsner & Gross，2005；

Ochsner et al., 2004)。 

另一方面，两种重评策略的神经机制存在差异：前额皮层作为认知控制的重要脑区，自

我关注和情境关注激活不同的前额区域(Ochsner et al., 2004)。两种策略的不同之处也体现在

它们与中部和侧部前额皮层(PFC)的相对关联性：自我关注激活中部 PFC，这个区域与自我



参照的判断有关(Kelley et al.,2002)，与脑激活的自我监控状态有关(Gusnard et al., 2001)，采

用自我关注策略调节情绪同时也会激活前扣带回(ACC)与中部 PFC，这两个区域对情绪-动

机相关性进行评估(kalisch，2005)；同时，情境关注激活背侧 PFC，这通常反应了对于外部

世界的刺激信息的维持和控制。总之，情境关注的内在机制可能产生于背侧 PFC 系统和左

侧 PFC 系统，背侧 PFC 与选择性注意相关，例如，情境注意与刺激注意的比较；左侧 PFC

系统与言语相关，用于建构刺激意义的“新故事”；而自我关注的内在机制则更多依赖于中

部 PFC 系统和右侧 PFC 系统，中部 PFC 系统与自我关联评估相关，右侧 PFC 与注意控制

相关(谢晶等，2012)。 

两种策略引发的认知结果角度的区别：Moser 等 2010 年研究表明：通过认知重评来增

加负性情绪会增强随后任务的认知控制，但此研究并未明确指导被试使用自我关注策略或情

境关注策略，在实验结束后的实验操作检查阶段，在降低负性情绪时：76.9%的被试报告使

用了自我关注重评策略(脱离)，23.1%的被试使用情境关注策略(积极)。在增加负性情绪时：

88.5%的被试报告使用自我关注策略(卷入)，11.5%的被试使用情境关注策略(消极)。以往使

用认知重评降低负性情绪的研究表明：使用情境关注策略为图片构建更加积极的意义，可以

提升认知回忆率，而采用自我关注的脱离策略降低自我相关性，对后续任务回忆率似乎没有

影响(Willroth & Hilimire，2016)。但目前尚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自我关注和情境关注引导

或占用后续任务认知控制资源上是否有所差别，因此，仍然需要对这些策略进行直接的实验

比较，以便对重新评估系列进行更细致的理解。 

随年龄增长策略使用效率角度的区别：实施自我关注重评(脱离)降低负性情绪的能力随

年龄升高而下降，实施情境关注重评(积极)降低负性情绪的能力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强 

(Shiota & Levenson，2009)。自我关注比情境关注更多的依赖认知资源，随着年龄的增长，

使用自我关注成功调节情绪越来越困难(Shiota & Levenson，2009)。 

病理学角度的区别：研究表明社交焦虑症患者(Social anxiety disorder，SAD)和正常被试

在观看厌恶图片时出现前额激活的组间差异，而使用自我关注重评增加和降低厌恶情绪强度

的过程中，前额激活的组间差异消失了，由此，该研究认为自我关注重评策略可以使 SAD

患者神经激活正常化(Gaebler et al.,2014)。社交焦虑障碍症状学也以自我相关处理的变化为

主要特征：患有 SAD 的个体表现出非典型的自我指导处理(Blair，2012)，表现出自我关注

度增加和产生关于自我相关信念和自我判断的消极偏见(Alden，2010)。因此，自我相关的

过程是 SAD 认知-行为模型的主要组成部分(Wells，1995；Rapee & Heimberg，1997；Stangier 

& Fydrich，2002 )，也是治疗干预的重点(Bögels，2006；Hofmann et al., 2004)。而习惯性自

我关注重评策略，例如反刍，被认为是焦虑和抑郁的发展和持续存在的核心 (Aldao，

Nolen-Hoeksema，& Schweizer，2010)。由此我们推测：与情境关注策略相比，自我关注策

略与焦虑抑郁症的认知-情绪障碍相关的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引起认知失调和控制能力下降。 

综合以上内容，为了更加清晰厘清自我关注重评和情境关注重评两种认知重评策略之间

的关系，我们将原文引言第四段结合以上内容进行概括修改，具体请见正文引言第四段，修

改之处已经用红色字体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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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对脑电成分含义的介绍不充分，比如 LPP、P300 和 SP 的波幅大小分别代表什么含

义，LPP 对重评敏感是指它反映负性情绪大小吗？，P300 是反映需要的认知资源多少吗，

SP 是反映冲突控制能力大小吗？ 

 

回应：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在原稿中引言最后一段对三种脑电成分进行了概括介绍。

为了进一步明确相关脑电成分所代表的含义，我们查阅大量文献后进行补充说明，具体内容

如下： 

1、先前研究认为晚期正电位(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是一种中央-顶叶正性 ERP 波

幅，反映了人们对情绪刺激的关注(Cuthbert，Schupp，Bradley，Birbaumer & Lang，2000；

Schupp et al., 2000；Schupp，Junghöfer，Weike & Hamm，2004)。与中性图片相比，当人们



看到情绪刺激时，LPP 的波幅会更大，是神经活动对情绪刺激的敏感指标(Littel & Franken，

2011；Versace et al., 2011)。其次， LPP 可用于检测情绪调节有效性(Kudinova，Owens，

Burkhouse，Barretto，Bonanno，& Gibb，2015)，且对重评敏感(Zhang et al., 2016)，可以评

估情绪变化来显示认知重评是否能够有效调节情绪(Hajcak & Nieuwenhuis，2007；Hajcak et 

al., 2009；MacNamara et al., 2009)。使用重评降低负性情绪时的 LPP 波幅，比被动观看负性

图片时的 LPP 波幅低(Dennis & Hajcak，2009；Decicco，O’Toole，& Dennis，2014；Foti & 

Hajcak，2008；Hajcak & Nieuwenhuis，2007)；相反，当被试被要求增强对图片的情绪反应

时，LPP 波幅大于被动观看这些图像时的 LPP 波幅(Moser，Most，& Simons，2010)。虽然

测量 LPP 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作为情绪调节过程中认知重评是否起作用的客观指标，但分

析 LPP 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与认知过程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包括情绪刺激引起的注意力和

记忆力(Olofsson，Nordin，Sequeira & Polich，2008)。因此，就 LPP 在重新评估期间反映认

知控制过程而言，我们预期 LPP 波幅将与随后的 Stroop 表现相关。因此，本文使用中央-顶

叶 LPP 波幅作为重评有效调节情绪的神经生理指标。 

2、P300 成分是一个正波形，在刺激出现后约 300ms 达到其峰值幅度(Sutton et al., 1965)。

在认知任务中，P300 成分在先前研究中作为注意和认知资源的标记(Castro & Fernando，

2001；Covey，Shucard，& Shucard，2016；Ilan & Polich，1999；Martin，Siddle，Gourley，

Taylor，& Dick，1992；Rik，Martijn，Jongsma，Kessels，& Francesco，2014)，更有研究表

明：情绪状态的变化也可能影响可用于处理其他刺激的认知资源，并反映在 P300 的调节中

(Deveney & Pizzagalli，2008；Israel，Chesney，Wickens，& Donchin，1980)，Ellis 和 

Ashbrook(1988)假设负性的情感状态会减少执行其他任务的注意力资源，这一假设得到了研

究的支持，以往研究表明：在健康被试恐惧感增加时(Moser, Hajcak, & Simons, 2005)，或有

持续的抑郁情绪时(Blackburn，Roxborough，Muir，Glabus，& Blackwood，1990；Deldin，

Keller，Gergen，& Miller，2000；Dietrich，Emrich，Waller，Wieringa，Johannes，& Muente，

2000)，会出现 P300 幅度的降低。Deveney 和 Pizzagalli (2008)研究了认知减少和增加对不愉

快图片的情绪反应及对后续情绪词处理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使用认知重评降低负性情绪相

比，在使用认知重评增加负性情绪后对随后呈现单词进行辨别时出现了较小的 P300 波幅，

结果表明，增加不愉快情绪进一步耗尽可用认知资源。由以往与情绪及情绪调节相关文献得

知：当 P300 波幅降低，表明可用的认知资源减少。因此，我们使用 P300 成分作为 Stroop

认知资源的指标。 

3、持续潜力(SP；Sustained potential，有时称为冲突 SP)是由神经系统的活动引起的，该

神经系统在 Stroop 任务中检测到冲突后支持选择或解决冲突(Larson，Kaufman，& Perlstein，

2009；Liotti，Woldorff，Perez & Mayberg，2000；West & Alain，2000；West，2003；West，

Jakubek，Wymbs，Perry & Moore，2005)。作为常用于衡量冲突控制能力的脑电成分，与许

多 Stroop 任务中的认知控制过程相关联，并显示额叶皮层的来源，包括 ACC 和 PFC(Moser，

Most，& Simons，2010；Lansbergen, van Hell，& Kenemans，2007；Sullivan & Strauss，2017；

West，2003；West，Jakubek，Wymbs，Perry，& Moore，2005)。Stroop 刺激引起的对 ERP

的调节(即冲突 SP)。用以区分一致 trial 与不一致 trial(Larson，Kaufman，& Perlstein，2009)，

与一致性 trial 相比，SP 在不一致 trial 中具有更大的正性(van Mourik et al., 2011；Chen et al., 

2014)，不一致试验的 SP 波幅高于一致试验的 SP 波幅，表明认知控制的增强(Moser，Most，

& Simons，2010；Lansbergen et al., 2007；Sullivan & Strauss，2017)。 

综上，我们在引言最后一段就三种 ERP 成分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具体添加内容见正文

红色字体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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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作者应使用 Gpower 或其他工具说明预计多少样本量，实际多少样本量？ 

回应：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我们利用 G*Power 3.1.9.4 软件(http://www.gpower.hhu.de)

计算得到的 effect size f 为 0.25，设置参数犯 I 类错误的概率 α err prob 为 0.05，检验效能 

Power (1-β err prob) 为 0.95，计算出总样本量 total sample size 为 36。实际采集样本量为 53，

因数据伪迹过多删除 4 名，最终参与分析的实际总样本量为 49。 

 

意见 4：作者说使用了抑郁得分、焦虑得分和情绪调节问卷来作为分组依据，我个人认为不

具有操作性，不知作者具体的分组细节是什么？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分组细节，我们进行如下解释与表述修改：本

研究共招募在校生 55 名。由于抑郁症与焦虑症普遍存在情绪调节困难(Brockmeyer et al., 

2012；Cisler & Olatunji，2012；Erk，Mikschl，Stier，Ciaramidaro，& Walter，2010)，实验

前使用焦虑自评量表(Zung，1971)和贝克抑郁量表(Beck，Steer，& Brown，1996)进行筛查，

其中 2 名被试因焦虑与抑郁得分超过临床临界值予以剔除。剩余 53 名被试焦虑抑郁得分均

在正常范围内，将其随机分配到自我关注组(指导被试采用自我关注重评策略调节情绪)26

名，其中 3 名被试由于脑电数据伪迹过多，排除在数据分析之外，最终共 23 名被试纳入自

我关注组分析；被随机分配到情境关注组(指导被试采用情境关注重评策略调节情绪)27 名，

其中 1 名被试由于脑电数据伪迹过多，排除在数据分析之外，最终共 26 名被试纳入情境关

注组分析。 

研究中采用被试间设计，将被试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分别采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主

要是为避免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混淆，研究中，每组被试只培训并反复练习一种认知重评策

略。采用被试间设计的典型相关文献主要有：崔丽弦，黄敏儿，2007；Emma，Hansla André，

Magnus，& Andreas，2018；Griffith，Connelly， & Thiel，2014；Hofmann，Heering，Sawyer，

& Asnaani，2009；Jennifer & Richard，2013；Szasz，Sheppes & Meiran，2008；Szentagotai，

& Hofmann，2012；Wolgast，Lundh，& Viborg，2011；原琳，彭明，刘丹玮，周仁来，2011。 

另外，为了有效控制自发重评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由于生活中自发重评的使用会影响实

验室重评的效果(安献丽，陈四光，束丽，2015)，我们使用情绪调节问卷测量两组被试的自

发重评得分(Gross & John，2003)。两组被试的自发重评得分(t(47) =1.060，p = 0.294)无显著

差异；此外，我们对两组被试实验当天的情绪状态进行测量，结果显示：POMS 积极情绪状

态得分(t(47) = -0.751，p = 0.457)、消极情绪状态得分(t(47) = 0.624，p = 0.535)均无显著差异。 

    因此，我们接受您的指导建议进行更为详细的补充说明，具体修改请见正文 2.1 被试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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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5：检查表 1 中抑郁量表的数据是否正确。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细心指导，根据您意见 4 的指导，焦虑与抑郁得分作为筛选被试的标准，

而不是作为分组依据，我们对被试部分及表 1 内容进行重新整理确认，详细请见正文。 

 

意见 6：指导被试学习两种策略重评时，应提供更多的细节，或举例说明，否则读者无法理

解具体策略被试是怎样使用的以及是否两组人都能充分学会所教策略。 

 

回应：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我们在方法部分新增 2.2.3 情绪调节策略指导语说明，详

细阐述并举例说明如何使用两种策略调节情绪： 

我们采用的是在认知重评的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指导语(Ochsner et al., 2004；Moser，

Most，& Simons，2010；Willroth & Hilimire，2016；Kudinova et al., 2015)。在观看中性和

观看负性条件下要求被试简单的观看图片，体验自身的想法和感受。对于降低和增加条件，

自我关注组和情境关注组的被试，练习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 

降低负性情绪条件下，自我关注组被试采用“脱离”重评，将自己与图片情境脱离开，

拉大主观距离，让自己不要强烈的感受到图片带来的负性情绪。例如：被试可以选择以独立

的第三人称视角看待图片，也可以将图片中的人看做与自己没有密切依恋关系的对象，或者

你只是在看电影，图片中出现的一切都是假的。情境关注组采用“积极”重评，将关注点放

在图片情境中，重新评估图片情境的含义，为其赋予“新的积极含义”，想象图片的场景有积



极的结果。例如，当你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人，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没有经历任何疼痛并且会很

快恢复，事情会出现转机。 

增加负性情绪条件下，自我关注组采用“卷入”重评，将自己代入图片情境中，缩小主

观距离，让自己更加强烈的感受到图片带给自己的负性情绪。例如：被试可以选择以第一人

称视角看待图片，图片中的事都是你亲眼看到的；也可以将图片中的人看做你最爱的人，或

者图片中出现的凶猛动物就在你身边。看到灾难图片，可以想象自己亲临现场，通过身临其

境更强烈的体验到图片带给你的情绪。情境关注组采用“消极”重评，将关注点放在图片情

境中，重新评估图片情境的含义，为其赋予“更加消极的含义”，想象图中的场景有消极的结

果。例如，你可以想象，图中场景的情况将不断恶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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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hsner, K. N., Ray, R. D., Cooper, J. C., Robertson, E. R.,Chorpa, S., Gabrieli, J. D. E., & Gross, J. J. (2004).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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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7：在两组都能充分学会策略的前提下，测量对后续的认知控制的影响才有意义，作者

怎样能够了解到两组确实都学会使用所教策略。 

 

回应：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为了更加清楚地表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在方法部分新增

2.2.3 情绪调节指导语说明，详细介绍练习培训的过程： 

2.2.3 情绪调节指导语说明 

在任务启动之前，向两组被试解释基本的实验程序，并提供相应重评策略的具体指导(详

见下文)，提供使用重评策略来增加或降低对 IAPS(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国际

情感图片系统)中负性刺激的情绪体验的例子，并让被试口头描述他们自己刚刚实施情绪调

节的具体过程，以通过重新评估来改变他们的情绪。在练习期间，被试完成了一系列单独的

认知重评和 Stroop 练习 trial，然后直接模拟实验任务的重评-Stroop 练习。正式实验开始前

反复练习。确保被试明白如何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并明确告知被试不要产生无关的想法以增

加或减少他们的反应，只是按照指导语的要求观看或重新评估图片。练习培训流程参考相关

文献(Moser，Most，& Simons，2010；Sullivan & Strauss，2017；Thiruchselvam et al., 2011)。 

  其次，我们采用如下两种方法了解两组被试是否学会使用所教策略。 

一方面，为避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混淆，我们采用被试间设计(自我关注组、情境关

注组)，一组被试只培训并反复练习一种认知重评策略，被试间设计参考以往文献(崔丽弦，

黄敏儿，2007；Emma，Hansla André，Magnus，& Andreas，2018；Griffith，Connelly， & 

Thiel，2014；Hofmann，Heering，Sawyer，& Asnaani，2009；Jennifer & Richard，2013；

Szasz，Sheppes & Meiran，2008；Szentagotai，& Hofmann，2012；Wolgast，Lundh，& Viborg，

2011；原琳，彭明，刘丹玮，周仁来，2011)。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情绪调节的有效性这一问题进行检验，在结果部分，从主观评价

层面对被试在不同情绪调节条件(观看中性、观看负性、增加负性、降低负性）进行效价和

唤醒度的评分；另外，也从神经机制层面，测量被试在不同情绪调节条件（观看中性、观看

负性、增加负性、降低负性)的 LPP 波幅，情绪调节策略效果的检验，参考以往文献(Bing-Wei 



et al., 2016；Paul，Simon，Kniesche，Kathmann，& Endrass，2013；Qi et al., 2017；Wu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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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发现很难理解作者的结果，在结果呈现部分我认为有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否则可

能对实验结果的理解就会存在重要偏差。 

 

意见 8：在情绪结果方面，自我关注与情境关注相比，更难脱离但更容易卷入，整体负性情

绪评分更高，LPP 结果与其一致。这样在 stroop 任务前两组在情绪水平上不同，在使用的调

节策略上不同，这样就有这两种可能来解释后面的 stroop 任务成绩。但作者在讨论部分正似

乎只集中在使用的调节策略不同上。 

回应：确实如您提出的问题，整体上看自我关注组的负性情绪比情境关注更突出，我们接受

您的建议。 

为了更清楚的对 Stroop 任务表现进行讨论，我们首先在讨论的“4.1 自我关注和情境关

注调节情绪的有效性及效果差异”最后一段对这一结果进行更为细致的阐述。 

另外，我们在“4.2  自我关注和情境关注调节情绪对随后认知控制的影响”讨论部分

对 Stroop 任务的解释保留关于情绪调节策略不同的影响的讨论，增加不同情绪水平这一影

响 Stroop 任务的解释与分析。 

详细内容请见文中 4.1 和 4.2 红色字体标识内容。 



 

意见 9：在 Stroop 任务的行为成绩上，只在正确率上发现了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首

先作者并没有对这个主效应做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其次不管是正确率还是反应时，作者使用

的指标是不一致条件—一致条件的差值来进行统计的。按说在后面的脑电指标上应该保持一

致的分析使用差值，或者前面的行为结果分析也使用原始值，否则行为指标和脑电指标如何

对应起来理解结果呢？单从平均值上看，其实自我关注组比情境关注组还要好一些，但是作

者没有对行为数据进行充分分析，不知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回应：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我们选择使用干扰分数作为指标分析行为和脑电数据，主

要是因为现有相关Stroop研究中大量采用干扰分数这一指标(不一致－一致)衡量Stroop任务

的结果(Conty et al., 2010；Cothran & Larsen，2008；Gajewski，Falkenstein，Thönes，& Wascher，

2020；Harrison et al., 2005；Lansbergen & Kenemans，2008；Mayas，Fuentes，& Ballesteros，

2012；Markela-Lerenc et al., 2006；Moser，Most，& Simons，2010；Sullivan & Strauss，2017；

Pujol et al., 2001; Van Mourik et al., 2009；Wagner et al., 2006)。以往多项研究显示，Stroop 干

扰(即不一致条件与一致条件之间的差异)是认知心理学中研究最多的现象之一，是选择性注

意和自上而下控制行为研究的基石(Banich et al., 2001；Cohen et al., 1990；Harrison et al., 

2005；Miller & Cohen，2001；Posner & Petersen，1990)。 

综上所述，我们接受您的建议，全文对于 stroop 的行为及脑电分析保持一致，使用干

扰分数这一指标。 

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确实发现单从平均值上看，其实自我关注组比情境关注组还要好

一些，对此，我们接受您的建议对行为学数据进行充分分析： 

为了检验在使用不同重评策略调节情绪后对随后的认知控制任务影响是否有差异，我们

对数字 Stroop 的正确率干扰分数，即 Stroop 不一致条件正确率减去一致条件下正确率进行

分析，球形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内变量不符合球形假设，p = 0.016，因此我们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校正，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474，116.277) =5.723，p = 

0.002，偏 η
2
 = 0.109。事后检验可知：观看中性的正确率干扰分数显著大于观看负性(p = 

0.049)，观看中性的正确率干扰分数显著大于增加负性(p = 0.005)，观看中性的正确率干扰

分数显著大于降低负性条件(p = 0.001)。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47) = 1.423，p = 0.239。

组别与情绪调节条件的交互效应不显著，Greenhouse- Geisser adjusted F(2.474，116.277) = 

0.246，p = 0.827。 

备注：正确率干扰分数越高，代表控制能力越好。结果表明，负性情绪可能会引发较差

的控制能力。 

对数字 Stroop 的反应时干扰分数，即 Stroop 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减去一致条件下的反

应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F(3，141) =0.510，p = 0.676，

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47) = 0.571，p = 0.454。组别与情绪调节条件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F(3，141) =0.279，p = 0.840。 

备注：反应时干扰分数越高，代表控制能力越差。 

 



表 3 两组被试在四种情绪调节条件下 Stroop 正确率和反应时干扰分数描述性统计 

组别 
情绪调节条件 

观看中性 观看负性 增加负性 降低负性 

自我关注组     

正确率干扰分

数 
0.016(0.070) 0.001(0.031) -0.006(0.025) -0.014(0.043) 

反应时干扰分

数 
49.598(73.140) 50.063(69.523) 50.310(45.119) 39.482(47.056) 

情境关注组     

正确率干扰分

数 
0.019(0.051) -0.011(0.054) -0.017(0.031) -0.023(0.036) 

反应时干扰分

数 
45.600(51.793) 67.955(51.857) 53.495(77.745) 49.354(68.546) 

注：表中呈现平均值(标准差)。 

干扰分数=不一致条件－一致条件。 

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确实发现单从平均值上看，自我关注组比情境关注组还要好一些，

对此，我们进一步对两组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干扰分数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两组的组间

差异不显著。 

我们对正确率的组间差异进行比较：观看中性：t(47) = -0.128，p = 0.899；观看负性：

t(40.525) = 0.955，p = 0.345；增加负性：t(47) = 1.313，p = 0.196；降低负性：t(47) = 0.796，

p = 0.430。 

我们对反应时的组间差异进行比较：观看中性：t(39.080) = 0.223，p = 0.828；观看负性：

t(47) = -1.029，p = 0.309；增加负性：t(47) = -0.172，p = 0.864；降低负性：t (47) = -0.580，

p = 0.565。 

通过 T 检验结果，我们发现两组的正确率干扰分数及反应时干扰分数均无显著差异。 

对此，我们在讨论部分增加“4.2.1 行为结果”对正确率干扰分数情绪调节主效应显著

的事后检验结果进行讨论，对反应时和正确率结果进行充分分析，发现其余指标均不显著，

因此，我们在这一部分的讨论试图分析其原因：“特别是当后续任务需要耗费大量的认知资

源时，使用重评策略后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认知操作(Deveney & Pizzagalli，2008；Kliegel，

Horn，& Zimmer，2003)，而 Stroop 任务相对比较简单，因此无法在行为学结果上表现出显

著的组间差异”。并增加本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建议，具体修改请见正文 4.2.1 行为结果中

红色字体标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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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0：但是，作者在 stroop 任务的脑电分析方法与行为结果分析方法并不相同。在 P300

上只发现了情绪调节的主效应显著，但作者进行了事后检验，这个时候检验却使用了不一致

条件和一致条件的原始值，而非二者的差值。本来表面看起来行为结果和脑电结果是一致的，

且结果的心理学意义应该依据行为结果来解释，但作者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行为结果；而且行

为结果和脑电结果统计方法应该保持一致，才能让人理解结果。 

 

回应：我们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在 Stroop 任务的脑电分析上同样采用干扰分数。对

于情绪调节主效应显著进行进一步分析时，仍然采用干扰分数这一指标。修改之处已经在正

文 3.2.2 中用红色字体标识，具体内容如下： 

为了检验在使用不同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后对随后认知控制任务所需的认知资源影

响是否有差异，我们对 Stroop 期间的 P300 成分波幅干扰分数，即不一致波幅减去一致波幅

进行检验。P300 的波幅干扰分数球形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内变量情绪调节条件不符合球形

假设，p = 0.001，因此我们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校正，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2.249，105.694) = 5.179，p = 0.005，偏 η
2
 = 0.099。事后检验发现，增加负性的 P300 干扰

分数显著小于观看中性(p = 0.001)，增加负性的 P300 干扰分数显著小于观看负性(p = 0.001)，

增加负性的 P300 干扰分数显著小于降低负性(p = 0.004)的 P300 干扰分数。组别主效应不显

著，F(1，47) = 1.169，p = 0.683；组别与情绪调节条件交互效应不显著，F(2.249，105.694) 

= 1.212，p = 0.305。  

 

意见 11：当作者分析 SP 成分的时候，与 P300 不同，使用了不一致条件—一致条件的差值

进行分析，但提供的脑电作图在所有脑电指标上都使用的是原始值，而没有差值。因行为数

据报告不充分，这部分的结果解释也有待商榷。 

 

回应：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对于 Stroop 的分析我们已经统一修改为采用干扰分数进行

分析，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为了检验在使用不同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后对 Stroop 的认知控制能力影响是否有差

异，我们对 Stroop 期间的 SP 成分波幅干扰分数，即不一致波幅减去一致波幅进行检验。对

于 SP 的波幅干扰分数球形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内变量情绪调节条件不符合球形假设，p = 

0.008，因此我们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校正，情绪调节条件主效应不显著，F(2.402，

112.900) = 0.125，p = 0.914；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47) = 0.038，p = 0.847；但情绪调节

条件和组别的交互效应显著，F(2.402，112.900) = 3.395，p = 0.029，偏 η
2
 = 0.067。进一步

简单效应分析可知：在观看中性条件下，自我关注组 SP 的干扰分数(1.719 ± 6.784 μV)和情

境关注组的干扰分数(-0.641 ± 6.343μV)无显著差异，p = 0.215；同样地，在观看负性条件下

自我关注组的干扰分数(2.418 ± 8.534μV)和情境关注组的干扰分数(-0.417 ± 8.285μV)无显著

差异，p = 0.244。但在增加负性条件下情境关注组的干扰分数(1.971 ± 4.605μV)高于自我关

注组的干扰分数(-1.073 ± 6.067μV)，p = 0.052；同样地，降低负性条件下情境关注组的干扰

分数(1.742 ± 3.992μV)显著高于自我关注组的干扰分数(-1.194 ± 5.058μV)，p = 0.028，偏 η
2
 = 

0.099。 

原稿中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虽在统计分析时采用差值，但在脑电做图时，直接

呈现具体条件的波幅。我们接受您的建议，在 Stroop 脑电波幅作图时应该采用差异波绘制，

但由于目前处于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无法返校借用实验室的加密狗绘图，我们将在返校

后后续的修改中采用差异波绘制图形。 

 

意见 12：主要是结果部分如果作者不能提供可靠的分析的话，讨论部分就很难评价。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按照您的建议已对结果部分表述进行相应的修改，并依此对

讨论部分进行更改。具体内容请见讨论，修改之处已经用红色标识。 

 

意见 13：关于 LPP 的讨论与结果报告比较看，主要问题是结果报告和讨论不一致。在结果

报告中，只说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533，119.056) = 9.801，p = 0.000，偏 η2 = 0.173，

没有进行事后分析，但在讨论中则具体讨论了四种条件（观看中性、观看负性、增加负性、

降低负性）分别比较的结果；在降低负性情绪条件下，情境关注组的 LPP 波幅(1.955 ± 

3.001μV)低于自我关注组(2.946 ± 2.318 μV)，作者没有报告 P 值，也不知道显著不显著，但

在讨论中作者是按照有显著差异讨论的。 

 

回应：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加下划线表示专家所提问题)， 

首先，“关于 LPP 的讨论与结果报告比较看，主要问题是结果报告和讨论不一致。在

结果报告中，只说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533，119.056) = 9.801，p = 0.000，偏 η2 

= 0.173，没有进行事后分析，但在讨论中则具体讨论了四种条件（观看中性、观看负性、

增加负性、降低负性）分别比较的结果。” 

正如专家所分析的：关于主观情绪评级以及 LPP 的分析结果确实是四种条件的差异显

著，我们已经在正文 3.1.1 重评后主观情绪评级和 3.2.1 LPP 中对主效应显著的事后检验结

果进行补充，具体修改之处已经用红色字体标识。 

其次，“在降低负性情绪条件下，情境关注组的 LPP 波幅(1.955 ± 3.001μV)低于自我关

注组(2.946 ± 2.318 μV)，作者没有报告 P 值，也不知道显著不显著，但在讨论中作者是按照

有显著差异讨论的。” 

原稿中“在增加负性情绪条件下：自我关注组的 LPP 波幅(5.590 ± 3.036μ V)显著高

于情境关注组(2.145 ± 3.791μ V)，p = 0.001；在降低负性情绪条件下：情境关注组的 LPP

波幅(1.955 ± 3.001μ V)低于自我关注组(2.946 ± 2.318 μ V)”由于在降低负性情绪条件



下，情境关注组 LPP 波幅值低于自我关注组，但并不显著，p = 0.207，因此，在原文中没有

标出。 

我们非常感谢并完全接受您的建议，为不引起歧义，将这一段的表述更改为“在降低负

性情绪条件下：情境关注组的 LPP 波幅(1.955 ± 3.001μ V)较低于自我关注组(2.946 ± 

2.318 μ V)，但并不显著(p = 0.207)；只有在增加负性情绪条件下：自我关注组的 LPP 波幅

(5.590 ± 3.036μ V)显著高于情境关注组(2.145 ± 3.791μ V)，p = 0.001”。具体修改内容

已经在正文 3.2.1 LPP 中同步修改，并用红色字体标识。 

……………………………………………………………………………………………………… 

 

审稿人 3意见： 

这篇文章作者将情绪调节策略划分为两种不同亚型：自我关注重评和情境关注重评。采

用脑电技术进一步考察两种重评策略在情绪调节效果和对认知冲突解决影响上是否在差异。

结果发现，在情绪调节上，两种策略存在差异，表现为自我关注能够诱发更大的 LPP 波幅。

在对后续的认知冲突解决的影响上也存在差异，表现位情境关注策相比自我关注策略，对冲

突解决相关的 SP 脑电成分诱发更大的差异量。结果表明两种重评亚型并不同质：不仅在调

节情绪的效果上存在差异，且会引发不同的认知控制后果。实验设计相对合理完整，表述清

晰，具有一定的创新的意义。建议修改后再审。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供参考： 

 

意见 1：冲突检测更多对应的是 N200 这个指标。P300 是认知资源分配的指标，但不是冲突

检测阶段的指标。冲突监测，可以再查看一下 N200 这个指标。参考：Wang, Li, Zheng, Wang, 

& Liu. (2014). Temporal and spectral profiles of stimulus–stimulus and stimulus–response 

conflict processing. Neuroimage, 89, 280-288。能否分析一下 N200 是否有差异？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我们仔细阅读了您推荐的文献，并查阅了与 N200 成分相关的

文献，对 N200 成分进行分析。 

N200 大约在 250-350 ms 达到峰值。额中央 N200 被认为是冲突检测的指标(Botvinick et 

al., 2001；Chen et al., 2007；Nieuwenhuis et al., 2003；Liotti，Van Veen, & Carter，2002；

Woldorff，Perez，& Mayberg，2000；Yeung，Botvinick，& Cohen，2004)。N200 的振幅随

着刺激中冲突的增加而增加(Folstein & Van Petten，2008；van Veen & Carter，2002)，即在

与一致 trial 相比，不一致 trial 中 N200 波幅明显增加(Chen et al., 2007；Liotti，Woldorff，

Perez，& Mayberg，2000；Wang，Xiang，& Li，2013)。我们参考 Wang 等人(2014)的研究

选取 Cz 点对 N200 进行分析。 

我们对数字 Stroop 的 N200 成分的干扰分数，即 Stroop 不一致条件 N200 波幅减去一致

条件下 N200 波幅进行 2×4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球形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内变量不符合球形

假设，p < 0.001，因此我们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校正，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不显

著，F(2.163，101.677) =0.970，p = 0.388，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47) = 0.001，p = 0.980。

组别与情绪调节条件的交互效应不显著，Greenhouse- Geisser adjusted F(2.163，101.677) = 

0.530，p = 0.604。 

我们对数字 Stroop 的 N200 波幅进行分析，进行 2×4×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球形检验

结果表明被试内变量不符合球形假设，p < 0.001，因此我们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校

正，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F(2.137，101.682) =0.320，p = 0.811，stroop 的主效应

不显著，F(1，101.682) =0.030，p = 0.863，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47) = 0.047，p = 0.830。

stroop 与情绪调节条件的交互效应不显著，Greenhouse- Geisser adjusted F(2.163，101.682) = 

0.968，p = 0.389；组别与情绪调节条件的交互效应不显著，Greenhouse- Geisser adjusted 



F(2.137，101.682) = 1.773，p = 0.173；组别与 stroop 的交互效应不显著，Greenhouse- Geisser 

adjusted F(1，101.682) = 0.001，p = 0.980；三者交互作用不显著，Greenhouse- Geisser adjusted 

F(2.163，101.682) = 0.530，p = 0.605。 

由于 N200 成分在 Cz 点均不显著，在正文中不予报告。 

我们选择采用 P300 这一脑电成分的原因在于 P300 成分的含义更能反映我们的研究问

题： 

本研究在引言部分提出我们的研究问题：“重评作为一种常用且高度适应性的情绪调节

策略(Koenigsberg et al., 2010，Levine，Schmidt，Kang，& Tinti，2012)，是否会消耗随后认

知控制任务所需的认知资源，影响认知任务完成呢？这有待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以往实证

研究对这一问题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P300 成分的具体含义：在认知任务中，P300 成分在先前研究中作为注意和认知资源

的标记(Castro & Fernando，2001；Covey，Shucard，& Shucard，2016；Ilan & Polich，1999；

Martin，Siddle，Gourley，Taylor，& Dick，1992；Rik，Martijn，Jongsma，Kessels，& Francesco，

2014)。更有研究表明：情绪状态的变化也可能影响可用于处理其他刺激的认知资源，并反

映在 P300 的调节中(Israel，Chesney，Wickens，& Donchin，1980；Deveney & Pizzagalli，

2008)，Ellis 和 Ashbrook在1988年假设负性的情感状态会减少执行其他任务的注意力资源，

这一假设得到了研究的支持，以往研究表明：在健康被试恐惧感增加时(Moser, Hajcak, & 

Simons, 2005)，或出现持续的抑郁情绪时 (Blackburn，Roxborough，Muir，Glabus，& 

Blackwood，1990；Deldin，Keller，Gergen，& Miller，2000；Dietrich et al., 2000)，会出现

P300 波幅的降低。Deveney 和 Pizzagalli 在 2008 年研究了认知减少和增加对不愉快图片的

情绪反应，及对后续情绪词处理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使用认知重评降低负性情绪相比，在

使用认知重评增加负性情绪后对随后呈现单词进行辨别时出现了较小的 P300 波幅。结果表

明：增加不愉快情绪进一步消耗可用认知资源。由以往与情绪及情绪调节相关文献得知：当

P300 波幅降低，表明可用的认知资源减少。 

因此，我们使用 P300 成分作为 Stroop 认知资源的指标来探讨重评是否会影响之后任务

所需的认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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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数据分析部分：第 10 页的行为数据分析，Stroop 效应是否显著？干扰分数是否显

著大于 0？为什么采用干扰分数而不直接纳入 Stroop 的不同条件？做 2*2*4 的方差分析？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对此作出以下回复(加下划线表示专家所提问题)： 

 (1)、第 10 页的行为数据分析，Stroop 效应是否显著？  

为了能更清晰地回答您的问题，我们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对两组被试在四种情绪调节

条件下反应时 Stroop 效应是否显著分别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自我关注重评组：在观看中性的 Stroop 一致条件反应时为 M = 560.568 ms，SD = 

101.610 ms，Stroop 不一致条件下反应时为 M = 626.890 ms，SD = 119.232 ms，t(22) = -4.696，

p < 0.001；在观看负性的 Stroop 一致条件反应时为 M = 540.218 ms， SD = 111.822 ms， 

stroop 不一致条件下反应时为 M = 592.692 ms，SD = 103.047ms，t(22) = -5.232，p < 0.001；

在增加负性的 Stroop 一致条件反应时为 M = 563.784 ms，SD = 103.968 ms，Stroop 不一致

条件下反应时为 M =614.147 ms，SD = 118.342ms，t(22) = -4.519，p < 0.001；在降低负性的

Stroop 一致条件反应时为 M = 560.619 ms，SD = 126.671 ms，Stroop 不一致条件下反应时为 

M =596.838 ms，SD = 116.187 ms， t(22) = -4.324，p < 0.001。 

情境关注重评组：在观看中性的 Stroop 一致条件反应时为 M = 574.977 ms，SD = 

134.736 ms，Stroop 不一致条件下反应时为 M = 615.044 ms，SD = 107.955 ms，t(25) = -3.399，

p = 0.002；在观看负性的 Stroop 一致条件反应时为 M = 536.438 ms， SD = 81.764ms， Stroop

不一致条件下反应时为 M = 592.361 ms，SD = 111.081ms，t(25) = -4.202，p < 0.001；在增

加负性的 Stroop 一致条件反应时为 M = 578.109 ms，SD = 127.056 ms，Stroop 不一致条件

下反应时为 M =623.994 ms，SD = 120.416ms，t(25) = -3.062，p = 0.005；在降低负性的 Stroop

一致条件反应时为 M = 571.522 ms，SD = 85.564 ms，Stroop 不一致条件下反应时为 M 

=614.716 ms，SD = 122.342 ms， t(25) = -3.050，p = 0.005。 

由以上结果可知：两组被试在四种情绪调节条件下 Stroop 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均显

著慢于 Stroop 一致条件，Stroop 效应显著。 

(2)、干扰分数是否显著大于 0？ 

我们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对两组被试在四种情绪调节条件下反应时干扰分数是否显著

大于 0 分别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关注组在观看中性条件(p = 0.005)、观看负性条件(p = 

0.005)、增加负性条件(p < 0.001)以及降低负性条件(p = 0.005)下反应时干扰分数均显著大于



0。情境关注组在观看中性条件(p < 0.001)、观看负性条件(p < 0.001)、增加负性条件(p = 0.002)

以及降低负性条件(p = 0.001)下反应时干扰分数均显著大于 0。 

由于在原稿中我们对于行为数据反应时的分析采用干扰分数(不一致－一致)这一指标，

因此，我们接受您的建议，在原文 3.1.2 数字 Stroop 的正确率和反应时第二段对这一结果进

行总结报告，详细内容请见正文红色字体标识。 

 (3)、为什么采用干扰分数而不直接纳入 Stroop 的不同条件？做 2*2*4 的方差分析？  

以往多项研究显示，Stroop 干扰(即不一致条件与一致条件之间的差异)是认知心理学中

研究最多的现象之一，是选择性注意和自上而下控制行为研究的基石(Banich et al., 2001；

Cohen et al., 1990；Harrison et al.,2005； Miller & Cohen，2001；Posner & Petersen，1990)。

我们参考以往大量研究，采用干扰分数这一指标(不一致－一致)衡量 Stroop 任务的结果 

(Conty et al., 2010；Cothran & Larsen，2008；Gajewski，Falkenstein，Thönes，& Wascher，

2020；Harrison et al., 2005；Lansbergen & Kenemans，2008；Mayas，Fuentes，& Ballesteros，

2012；Markela-Lerenc et al., 2006；Moser，Most，& Simons，2010；Pujol et al., 2001；Sullivan 

& Strauss，2017；Van Mourik et al.,2009；Wagner et al., 2006)。 

其次，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内侧和外侧额叶皮层均是 Stroop 干扰的介导因子(Nielson，

Rao，& Langenecker，2004)。例如，病灶研究显示额叶病变患者的 Stroop 干扰通常增加

(Vendrell et al., 1995)，特别是背外侧前额病变(Perret，1974)，尤其是当损害位于右侧时

(Vendrell et al., 1995)。一项针对多发性硬化症参与者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右内侧额叶病变与

Stroop 干扰显著相关(Pujol et al., 2001)。综上所述，干扰分数(不一致条件与一致条件的差值，

Botvinick；Braver；Barch；Carter；& Cohen，2001；Egner & Hirsch，2005；Mayas，Fuentes，

& Ballesteros，2012)可以较好地衡量认知控制。因此，本研究采用干扰分数来衡量。 

具体参考文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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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第 11 页，“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249，105.694) = 5.179，p = 0.005，偏

η
2
 = 0.099。”这里说的是情绪调节调节的主效应。但是后面事后分析又是按照情绪调节 4 种

水平和 Stroop 两种条件交互作用的分析。所以最好一开始直接就用和反应时那里一样的建

议，2*2*4 的方差分析，而不采用 2*4 分析。 

 

回应：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建议：首先由于干扰分数能够较好地衡量认知控制能力的原因(参

见上一个问题第 3 问的回答)，其次，考虑到对于 stroop 的分析指标应该前后一致。我们在

stroop 任务的脑电分析上同样采用干扰分数作为指标。我们接受您的建议，对于情绪调节事

后检验的分析指标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修改，对于情绪调节主效应显著进行进一步分析时，仍

然采用干扰分数这一指标。修改之处在正文“3.2.2  P300 与 SP”中用红色字体标识，具体

内容如下： 

为了检验在使用不同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后对随后认知控制任务所需的认知资源影

响是否有差异，我们对 Stroop 期间的 P300 成分波幅干扰分数，即不一致波幅减去一致波幅

进行检验。P300 的波幅干扰分数球形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内变量情绪调节条件不符合球形

假设，p = 0.001，因此我们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方法校正，组别与情绪调节条件交互效

应不显著，F(2.249，105.694) = 1.212，p = 0.305；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47) = 1.169，p = 

0.683；但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249，105.694) = 5.179，p = 0.005，偏 η
2
 = 0.099。

事后检验发现，增加负性的 P300 干扰分数显著小于观看中性(p = 0.001)，增加负性的 P300

干扰分数显著观看负性(p = 0.001)，增加负性的 P300 干扰分数显著降低负性(p = 0.004)的

P300 干扰分数。 

 

意见 4：第 12 页，“在降低负性条件下，一致条件 P300 波幅(11.033 ± 6.275 μV)大于不一致

波幅(10.053 ± 5.109 μV)，p = 0.056。”这里 p 值没有达到小于 0.05，只能说存在一个趋势。 

 

回应：我们非常感谢并接受您的建议，在文中出现的类似边缘显著问题，均解释为存在一个

趋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2意见：作者已经回应了我关心的问题，建议发表。 

 

 

审稿人 3意见： 

意见 1：可以看出作者根据意见作了大量的修改。但是就其中的数据分析方法部分，我觉得

还是有点小问题。作者主要关注干扰分数在另外两个变量上的变化，脑电结果也是看差异波

在两个变量上的变化趋势，所以事先将 Stroop 的不一致条件减去一致条件算出干扰分数，

脑电上保持一致，对两种条件的差异波做 2*4 的分析。这样分析可以，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必

要将 Stroop 的一致和不一致条件纳入进行 2*2*4 的方差分析，这样分析才是更全面的，同

时也并不会影响结果的模式。在结果呈现部分增加报告 Stroop 的主效应，然后定义 Stroop

的不一致减一致条件的差值就是干扰分数这样就可以了。我理解做 2*4 的分析是建立要在确

定 Stroop 效应是否存在的基础上的，作者先做 2*4，然后再后面单独比较各个条件下的干扰

分析是否大于 0（多个 t 检验），这样存在多重比较，导致误差增大的错误。而在 2*2*4 的

一个方差分析中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供参考。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首先，我们接受您的建议：在结果呈现部分增加报告 Stroop 的主效应，然后定义 Stroop

的不一致减一致条件的差值即干扰分数进行分析。具体做法：我们将 Stroop 一致与不一致

条件直接纳入 2×2×4 方差分析对正确率和反应时的 Stroop 主效应进行计算，结果如下：

正确率 Stroop 条件主效应显著，F(1，47) = 4.242，p = 0.045，偏 η
2
 = 0.083，一致条件的正

确率(0.984)显著高于不一致条件的正确率(0.976)；反应时 Stroop 条件主效应同样显著，F(1，

47) = 117.436，p< 0.001，偏 η
2
 = 0.714，不一致条件反应时(609.585)显著长于一致条件反应

时(560.779)，结果表明 Stroop 效应显著。 

关于专家提出的多重比较问题，由于在论文最初提交版中我们采用干扰分数这一指标对

Stroop 进行分析，并没有对干扰分数是否大于 0 进行检验，在一审意见中专家三提出“第

10 页的行为数据分析，Stroop 效应是否显著？干扰分数是否显著大于 0？”。我们在一审修

改时对这一问题进行补充修改，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四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 Stroop 干扰

分数均显著大于 0。此次，我们同意专家的修改建议：“作者先做 2*4，然后再后面单独比

较各个条件下的干扰分析是否大于 0（多个 t 检验），这样存在多重比较，导致误差增大的

错误”。因此，此次修改中我们增加了对 Stroop 主效应的分析，并将一审意见修改中增加

的干扰分数显著大于 0 的结果删除。具体修改内容请见 3.1.2 中绿色字体标识内容。 

其次，我们以干扰分数为指标进行 2×4 方差分析的结果，与以原始值进行 2×2×4 方

差分析结果进行对比：从行为结果来看，采用 2×2×4 方差分析，Stroop 主效应显著：不一

致条件反应时显著长于一致条件反应时，且一致条件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不一致条件的正确

率，证明 Stroop 效应显著。且从脑电结果上看，采用 2×4 或 2×2×4 得到的结果趋势一致，

证明结果在脑电方面具有稳定性。具体两种分析结果如下： 

正确率：采用 2×4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474，116.277) 

=5.723，p = 0.002，偏 η
2 
= 0.109，事后检验可知：观看中性的正确率干扰分数显著大于观看

负性(p = 0.049)、增加负性(p = 0.005)、降低负性条件(p = 0.001)。 

采用 2×2×4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Stroop 条件主效应显著，F(1，47) = 4.242，p = 0.045，

偏 η
2
 = 0.083，一致条件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不一致条件的正确率；Stroop 条件与情绪调节条



件的交互效应显著，Greenhouse-Geisser adjusted F(2.531，118.960) = 4.071，p = 0.013，偏 η
2
 

= 0.080。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增加(p = 0.008)和降低(p = 0.002)负性情绪条件下一致条

件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不一致条件的正确率。  

反应时：采用 2×4 方差分析，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采用 2×2×4 方差分析时，Stroop 条件主效应显著，F(1，47) = 117.436，p< 0.001，偏

η
2 
= 0.714，不一致条件反应时(609.585)显著长于一致条件反应时(560.779)。情绪调节条件的

主效应显著，F(2.137，100.455) = 4.590，p = 0.011，偏 η
2
 = 0.089。事后检验结果显示：观

看负性的反应时显著快于观看中性(p< 0.001)、增加负性( p=0.004 )、降低负性( p = 0.018)。 

P300 波幅：采用 2×4 方差分析时，情绪调节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249，105.694) = 

5.179，p = 0.005，偏 η
2
 = 0.099，事后检验发现，增加负性的 P300 干扰分数显著小于观看中

性(p = 0.001)、观看负性(p = 0.001)、降低负性(p = 0.004)的 P300 干扰分数。 

采用 2×2×4 方差分析时，Stroop 条件主效应显著，F(1，105.694) = 9.398，p = 0.004，

偏 η
2
 = 0.167，一致条件的 P300 波幅显著高于不一致条件的 P300 波幅；Stroop 条件与情绪

调节条件的交互效应显著，Greenhouse-Geisser adjusted F(2.249，105.694) = 5.179，p = 0.005，

偏 η
2
 = 0.099。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只有在增加负性条件下，一致条件 P300 波幅显著

大于不一致波幅(p < 0.001)。  

SP 波幅：采用 2×4 方差分析时，情绪调节条件和组别的交互效应显著，F(2.402，112.900) 

= 3.395，p = 0.029，偏 η
2
 = 0.06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可知：与观看中性和观看负性条件

相比，在降低负性条件下情境关注组的干扰分数显著高于自我关注组的干扰分数(p = 0.028)，

同样，增加负性条件下情境关注组的干扰分数呈现高于自我关注组的趋势(p = 0.052)。 

采用 2×2×4 方差分析时，情绪调节条件与 Stroop 条件与分组三者的交互效应显著，

Greenhouse-Geisser adjusted F(2.402，112.900) = 3.395，p = 0.029，偏 η
2
 = 0.067。进一步简

单效应分析表明：情境关注组在增加负性情绪条件下 Stroop 不一致条件的 SP 波幅边缘显著

大于Stroop一致条件的SP波幅(p = 0.066)，同样地，情境关注组在降低负性情绪条件下Stroop

不一致条件的 SP 波幅边缘显著大于 Stroop 一致条件的 SP 波幅(p = 0.055)。 

此外，我们采用 SP 这一脑电成分对于 Stroop 的冲突控制能力在神经机制水平上进行评

价(Sullivan & Strauss，2017)。SP 成分能够比较好地表征一致 trial 和不一致 trial 之间的冲突

程度 (Milham et al., 2001；Perlstein，Carter，Barch，& Baird，1998)。不一致 trial 的 SP 波

幅高于一致 trial 的 SP 波幅，表明认知控制的增强(Moser，Most，& Simons，2010；Lansbergen 

et al., 2007；Sullivan & Strauss，2017)。由 SP 成分的概念及含义我们可以看出，SP 干扰分

数(不一致减一致)更能反映认知控制能力。因此，出于对行为与脑电分析结果的一致性角度

考虑，我们选择了干扰分数这一指标。 

最后，采用干扰分数与本文要探讨的问题相吻合。本研究包含两个研究问题，一为探讨

两种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的有效性及调节效果差异性，二为探讨采用不同的认知重评策略

调节情绪后对随后冲突控制任务的认知控制能力是否产生不同影响，研究的因变量是认知控

制能力。在以往 Stroop 任务体现认知控制能力的研究多采用干扰分数这一指标进行评价，

典型文献主要有：Conty et al., 2010；Cothran & Larsen，2008；Gajewski，Falkenstein，Thönes，

& Wascher，2020；Harrison et al., 2005；Lansbergen & Kenemans，2008；Moser，Most，& Simons，

2010；Nielson，Kristy，Rao，& Langenecker，2004；Pujol et al., 2001；Sullivan & Strauss，

2017；Van Mourik et al.,2009；Wagner et al., 2006。 

综上所述，我们在正文 3.1.2 数字 Stroop 的正确率和反应时部分增加 Stroop 主效应显

著的结果，并采用干扰分数这一指标呈现 Stroop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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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还有一个小问题：通篇的 Stroop 效应中的“S”应该统一大写。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在原文中已修改。 

 

此外，我们对正文中的语言表述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对文献进行核对，修改之处已经用绿色

字体标识。同时增强正文中图形清晰度，且正文的图形重新绘制为可编辑版本。 


